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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存在被动响应有余，预警能力不足；运行制度机械，

管理水平较低；组织资源匮乏，服务覆盖有限；政社关系不清，有行政化倾向；公众认可度低，社区影

响不足等发展困境。这些问题的诱因包括信息系统不畅，流程创新不足；管理机制落后，专业人才欠缺；

依赖单一资源，内生动力不足；政府介入失衡，权责匹配不清；社会凝聚力弱，价值观念转变。建议从

创新工作方式，提高预警能力；完善运行制度，增强可操作性；整合有效资源，争取多方支持；加强政

社协同，明晰权责界限；打造特色亮点，发挥品牌效应等方面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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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grassroots mediation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resolv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ch is of passive response and insufficient early warning; the operation sys-
tem is mechanical with low management; it is lack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and limite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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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s unclear and tends to be administra-
tive; besides, there ar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cluding low public recognition and insufficient 
community influence.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include poor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suffi-
cient process innovation; backwar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adequate endogenous motivation, relying on a single resource; moreov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unbalanced and the matching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is unclear; social cohesion is weak 
and values change. It is suggested to innovate working methods and improve early warning ability; 
improve the operation system and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integrate effective resources and strive 
for multi-party support;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e special highligh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br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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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社会高速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多发态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城

市基层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解决民间纠纷，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但受制于资

金、人员、环境等条件，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在现实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影响了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效能。

如何壮大培育城市基层调解组织，是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命题之一。 
以“调解”、“基层调解组织”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有 2757 篇文献，其中发表

年代集中于 2011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颁布前后及 2018 年以来的五年期间，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话题再次引起研究关注。文献中研究“基层调解组织”有 52 篇，研究实

践困境和化解机制的仅有 4 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相关文献研究作者大多分布于政法大学，68.29%
从司法角度研究体制建设，学科角度较为单一。 

本文基于对四川省成都市 9 个城市社区调解组织的调研，探究城市社区调解组织的发展障碍，剖析

影响发展的多维度原因，提出科学有效、可行性强的优化路径。本文在理论层面可以丰富基层调解组织

的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可以帮助提升城市社区调解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发展现状 

2.1.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覆盖率呈上升趋势 

中国日报网报道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基层调解委员会 69.3 万个，其中村调委会 49.2 万个，乡镇调委

会 3.1 万个，实现了全覆盖；全国有调解员 317.6 万人，其中村调委会调解员 208.6 万人，乡镇调委会调

解员 21.8 万人。成都市不仅在社区设立调解委员会，部分小区院落、重点商区和街道、少数民族聚居区

也会设有专门的调解工作室。此外，由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党员干部、等组成的各类专业性调解组织、

调解员协会等在数量上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城市基层调解组织覆盖率显著提高，为发挥好“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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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提供充分的组织基础[1]。 

2.2.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调解内容多元复杂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调解内容不仅涉及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债务纠纷等传统的矛盾纠纷调

解，还涉及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如交通、医疗、金融投资、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针对现实存

在的、复杂的调解内容，基层调解组织亟需强化自身的专业性，拓宽工作领域，在此基础上持续细化调

解工作，推动矛盾纠纷有效解决。 

2.3.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运行机制逐渐明晰 

随着基层治理的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的调解组织基础，运行机制逐渐明晰，与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一同构成一个严密的调解网络。以成都市为例，政府为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参与治

理的基本规章和平台，在每个社区组建调解委员会，部分重点区域会下辖调解工作室，由社区提供办公

场地及相关资源，街道办调委会下发组织规章和运行机制，司法局进行工作指导和监督，帮助组织依法

有序参与治理。调解委员会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其运行依据正式而稳定的关系结构，已形成组织的规章

制度，具备社会组织的结构基础。 

2.4.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我国大力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陆续出台了助力基层调解组织发展的

政策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为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合法性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

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提出，“强化调解工作保障，加强队伍建设、经

费保障、信息化平台对接”；《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为基层

调解组织的运行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各地出台的加强新形势下基层调解工作的相关指导性文件提出“将

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矛盾首选途径和主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激励基层调解组织的革新和发展。 

3.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发展障碍分析 

3.1. 被动响应有余，预警能力不足 

基层调解组织获知矛盾纠纷发生的途径多为居民主动上报或是网格员巡查发现上报，即在矛盾发生

中、发生后进行调解，这就导致基层调解组织调解过程中更多担任被动响应的角色，内生动力不足。在

风险因子转变为矛盾纠纷之前，未主动、及时采取行动干预被影响者，仅做到避免矛盾升级，而非避免

矛盾发生，对于矛盾发生前的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弱，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效能难以进一步提高。 

3.2. 运行制度机械，管理水平较低 

目前，基层调解组织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大多出自于官方下发的指导文件，并未依据自身组织发展情

况进行适当的制度调整，而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情况复杂多变，也很难依照规章具体施行。例如调

解流程中对于提出申请、派遣调解员、签订调解协议书等有着一系列的规定，但在实际调解中，调解员

往往通过电话与当事人沟通，或短时的现场劝导就可以解决问题，受限于时间、能力等因素，无法做到

“件件有归档”，考核、监督、激励也很难进行。这反映出现有制度难以灵活适应组织具体的运行情况，

组织管理仍处于较低水平，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 

3.3. 组织资源匮乏，服务覆盖有限 

在资金方面，大多数基层调解组织并没有收到定期定额的资金支持，有少部分类型案件解决能获得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3053


刘洋 等 
 

 

DOI: 10.12677/mm.2024.143053 433 现代管理 
 

个人补贴，如劳动人事争议类案件可获人社局补贴。组织运行主要依靠社区提供必要物资保障，资金来

源单一，资源支持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限制了组织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在人力资源方面，组织内调

解员大多为居委会行政工作人员兼任或离退休人员，年龄偏大，有经验但专业性不足，面对越来越复杂

多样的矛盾逐渐力不从心。受限于薪资待遇与职业前景，组织还面临着“招人难，留人也难”的困境，

年轻专业的人才少，后备人才不足，人才配置亟需改善[2]。 

3.4. 政社关系不清，有行政化倾向 

基层调解组织作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实际运行中主要设立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中，由于运作资源限制，多依附于居(村)委会发展，如人员重合、场地重合、工作内容重合，与居委

会职责划分不清，带有一定行政化倾向。这就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独立性、自主性缺失，在矛盾纠纷化解

中自动处于从属地位行事，而缺乏主动性与创新性，不利于其功能发挥[3]。 

3.5. 公众认可度低，社区影响不足 

目前，公众对基层调解组织这类社会组织的认可程度较低，当居民遇到矛盾纠纷时，基于官方性、

专业性、防骗性考虑，更愿意向公安机关及行政、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基层调解组织和居民之间缺乏相

互沟通配合的信任基础，甚至大部分居民并不知道社区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只是知道找社区会有人出面

调解，而对基层调解组织及其人员构成情况、工作逻辑认知不清。这反映了基层调解组织在知名度和影

响力方面的宣传不足，组织形象相对模糊，品牌效应不强，逐渐脱离群众，难以完全发挥好矛盾调解职

能。 

4.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发展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信息系统不畅，流程创新不足 

缺乏有效的信息流通系统会导致基层调解组织难以获取及时的、准确的信息，进而难以提前发现可

能导致冲突的迹象、无法预测矛盾纠纷的发生。目前，矛盾纠纷调解大多为“求助–调解–解决”模式，

对矛盾苗头的发现与预防缺乏创新性的长期有效机制，治“未病”体系欠缺，“抓早抓小抓苗头”思想

未得到充分落实，导致社区内矛盾纠纷始终难以彻底解决，重点矛盾总会周期性出现，诉源治理成效有

待进一步提升。 

4.2. 管理机制落后，专业人才欠缺 

基层调解组织大多缺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管理层，组织的发展前景难以吸引和保留高水平的专业

人才，导致组织在运作和决策方面出现问题，管理机制落后。成都市多数社区调解工作开展十分依赖“熟

人”，调解员年轻力量不足，运用信息数据工具能力弱，调解思维固化、调解档案归档程度低，难以运

用量化方式划定工作重点。而街道外聘的社区律师、专职调解员等由于工作日期、内容固定，职能发挥

十分有限，基层“公调对接”能效并不显著。 

4.3. 依赖单一资源，内生动力不足 

基层调解组织的非营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资金高效运转，组织财务、物资均由政府主要提供，

依赖性明显，当该来源中断或减少时，组织可能陷入财务危机。资源匮乏会导致组织的内生动力不足，

紧急响应迟缓，陷入过时的工作方式，妨碍组织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发展缺乏自主性与创新

性，无法提升调解服务的质量，扩大调解范围以及增强其适应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调解需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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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府介入失衡，权责匹配不清 

基层调解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当法律或组织章程中未明确规定其权

责边界，就会导致行政因素在组织事务中影响过度，引起组织过度行政化；当有关法律规定范围过广，

又会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另外，若基层调解组织的发展运行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也会导

致组织过度依赖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过度控制。 

4.5. 社会凝聚力弱，价值观念转变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的“人情相关”逐渐向“利益相关”演化，社会凝聚力减弱，

更强调维护自我权益[5]，仅依靠于传统的道德伦理、人情等手段很难适应当下基层矛盾纠纷现状，公众

偏向于寻求更加制度化、系统性更强、说服力更强的调解路径。然而，基层调解组织的基层知名度并不

乐观，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居民并不知道基层调解组织的存在及其职能，或将其概念与居民委员会相混

淆；另一方面，基层调解防线的构建十分依赖于基层调解阵地在城市居民中拥有的期望值、信任度和工

作评价，而当下基层调解组织的矛盾纠纷调解能力受到质疑，也证实了基层调解组织的发展亟待转变。 

5. 城市基层调解组织发展优化路径 

5.1. 创新工作方式，提高预警能力 

基层调解组织应提高矛盾风险主动预警能力，创新预警防范工作机制，建立风险预警动态数据库。

矛盾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由一个个风险隐患累积而成。做到有效预防矛盾，抓早抓小抓苗头，调解员

可以建立定期定点巡楼机制，深入居民交流，排查记录每一次异常现象，如情节较轻的拌嘴、流言等，

将这些异常现象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上传动态数据库，数字化监控矛盾风险[6]；组织应依据调解经

验、数据分析建立矛盾演变标准，对达到一定频次的矛盾风险源进行精准评估，及时通过谈心谈话、邻

里活动、节日问候等软方法介入干预疏导，做到矛盾纠纷前的风险化解，促进社区和谐，从而避免矛盾

的发生。 

5.2. 完善运行制度，增强可操作性 

基层调解组织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制度，依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增强制度的灵活性和

可操作性。一方面，基层调解组织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清晰的组织架构，使得组织人员形成基本的组

织认知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基层调解组织应考虑到调解工作数量多、现实复杂的情况，对工作流程

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下加以简化，放宽案件归档材料要求，丰富调解协议书签订方式，如线上会议、线下

会面两种渠道，以增强协议书的适用性。这样既能够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又能够明确责任，同时有利

于后期的考核评估，更好地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7]。 

5.3. 整合有效资源，争取多方支持 

在资金方面，基层调解组织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政府、企业、基金会、公益创投公司等多方合

作支持，积极开展资金自筹、项目承接、社会捐募，在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资金保障。在人力资源方面，应做到党员引领，老中青合作，激励各行

各业优秀人士参与治理。在引进方面，组织应主动挖掘党员干部、退伍军人、返乡青年等代表性群体资

源，注重本土化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与社区、高校、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项目，吸引外来人才、年轻人才；

在培育方面，组织应丰富培训形式，如法院旁听、案例探讨、现场观摩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

识与经验相补充；在管理方面，组织应健全精神和物质激励制度，以考核评优促实绩效能，丰富精神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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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形式，如评奖评优、节日关怀、团建活动等等。 

5.4. 加强政社协同，明晰权责界限 

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需要社会组织的补充和配合，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在

基层调解组织运行过程中，加强政社协同必不可少，成都市基层调解实践中的诉调对接、警民联调即是

典例，既实现了供需精准对接，又促进了组织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增强主体意识。同时，基层调解

组织要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明确组织事务的权责范围，这样既能够避免和减少一些推诿扯皮现象，

又能够调动组织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主动性，助推协同治理的实现[8]。 

5.5. 打造特色亮点，发挥品牌效应 

为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密切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基层调解组织需要立足组织优

势，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组织宣传。基层调解组织要打造特色亮点有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名人效应，

鼓励当地有名望、有经验、有专业权威的长者加入组织，以增进居民对基层调解组织的信任；另一种是

品牌效应，总结宣传有组织亮点的口号、理念，或者在某一矛盾类型创立独特的调解办法和调解成就，

又或是有代表性的调解主体，如“老党员工作室”、“退役老兵服务队”等。最重要的是深入群众进行

有效宣传，基层调解组织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或协办社区活动，借助社区平台为居民进行法律知识宣传，

在树立调解品牌的同时增进社区和谐，促进普法工作在基层广泛开展，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全力助推“大调解”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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